
论唐代“为郎领郡诗”的生成机制及独特风貌

李德辉

　　摘　要：“为郎领郡诗”是基于唐代郎官与刺史互相迁转的用人制度而形成的一种诗歌。 随着刺史、郎官中外

迁转的常态化，这一职官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这类诗歌多为唐人自尚书省郎官出为刺史或自刺史入为

郎官授职赴任期间的叙事抒情之诗，具有事例的典型性，能够深层次反映唐人内外官调遣的心态变化及文学效应。
随着诗人的出入中外，“为郎诗”“领郡诗”交替产生，前后相接，时空相对，互相依存。 诗人在赴任路上回溯过往，
前瞻未来，立足当下，其运动轨迹与诗歌的叙述空间都介于江湖和廊庙之间，既带有山林皋壤风味，也不乏宫廷台

阁体气，由此形成“为郎领郡诗”独特的艺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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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研究唐代郎官与文学的论著已有

不少，有的研究颇有深度和新意，马自力、王永波是

这方面的优秀代表。 马自力从郎官活动入手，对郎

官与中唐文学的关系做了梳理，并提出“郎官意识”
问题①。 王永波认为，唐代郎官的特殊性在于职位

的过渡性，不长时间内就会转任到其他部门，还要兼

任他职，兼任迁转期间，往往伴随有职位晋升②。 他

以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的特殊经历为例，探讨

了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③。 在此基础

上，他进一步讨论了唐代郎官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

系，认为唐人担任郎官时所作诗较为成熟，风格趋于

定型④。 这些观点很有见识。 但至目前为止，学界

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郎官，未将郎官与刺史的任职

连接起来一体化看待。 实际上，唐代的郎官与刺史

之间长期存在身份互换，有时看似纷乱的任职，其实

就是同一人的仕历，诗也出自同一人之手，但表达的

情感却不同，为何如此，需要我们从制度与文学的角

度做出阐释。 基于此，本文提出“为郎领郡诗”的概

念，并探讨其生成机制、依存关系和艺术特征，希望

进一步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一、刺史为郎与郎中领郡：
唐代“为郎领郡诗”产生的基础

　 　 “为郎领郡诗”的产生，基于唐代召刺史为郎、
以郎中典郡两项用人政策。 唐代郎官指尚书省二十

六司正副长官，长官称郎中，副官称员外郎，每司各

一员。 据杜佑《通典》卷二二，中唐时，诸曹诸司郎

中共三十人，员外郎三十一人，通称郎官，当时“尤
重其选”。 唐代郎官的官声美、地位高、出路好，众
多官员中，唯有尚书省郎才可在石柱题名。 也正是

因为唐代郎官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从古至今备受重

视，赵钺、劳格著有《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岑
仲勉著有《郎官石柱题名新著录》《郎官石柱题名新

考订》，考出唐代郎官三千八百余人［１］ ，但这个数字

是连同在幕府署职的检校官（如杜甫检校工部员外

郎之类）一并计入的，若是去除此类， 按照三年一

任计算，则每年的人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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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官是京官中的宏才通识者，从汉代起就是刺

史的主要来源。 汉代规定，太守课最，则入为公卿，
以为奖擢。 唐朝亦然，刺史在部视侯伯，入朝亚卿

尹。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刺史的分量要比郎

官轻得多，至于其外任期间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更不

是在京的郎官可以相比的。 所以唐人普遍不愿就任

刺史，而甘心在京城做小官，哪怕职位闲冷一点也无

妨。 基于这一现状，朝廷不得不出台强制措施，《日
知录》卷九称之为“京官必用守令”，让出为外任和

入朝升迁两种任职互相挂钩，相对均衡，这样更有利

于地方治理和官员选拔。
但初唐时这种做法偶尔为之，并未形成用人制

度，到盛唐才开始制度化，有意识地将郎官的选拔和

刺史的任命相衔接，互相设定为任职的前提。 从此

以后，这两种官位就紧密相连，并影响到很多文人的

仕历与文学创作。 唐玄宗即位之初就下制，选京官

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

官，并且强调，此后将“永为常式”，照此办理。 此后

他又采纳张九龄的建议，规定不历都督、刺史者，不
得任侍郎、列卿。 考虑到外官的辛苦，他又补充规定

都督、守令出任外官最长不超过十年。 又诏三省侍

郎缺，择尝任刺史者；郎官缺，择尝任县令者。 肃宗

至德中，诏拣择郎官有堪任太守、县令者，委京城清

资五品以上及郎官、御史荐闻。 唐宣宗下诏，未任刺

史、县令者，宰臣不得拟议为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

舍人，表明这一政策延续全唐，为郎、刺郡，或前或

后，互为前提。 这已成为很多唐人仕历的一个规律，
在唐代典籍中多有体现。 常衮《授李深兵部郎中

制》云，李深“理行尤彰，亦既休闲。 颇闻淹久，宜膺

郎署 之 选， 式 允 公 才 之 拜， 可 守 尚 书 兵 部 郎

中” ［２］１９８５。 白居易《授李 虞部郎中制》云：“金州

刺史李 ，雅有文艺，饰以政事。 早从吏职，久领郡

符……虞曹郎缺，命以序迁……可尚书虞部郎

中。”［２］１９８７崔嘏《授高弘简司门员外郎判度支案制》
云：“以尔尝居宪署，亦领郡符，通于吏术，素传儒

业，是可以分列宿之位，理聚人之财。” ［２］１３５０三份诏

书都强调台省为郎的条件是必须具有任职刺史的经

历，并且在任期间表现优异。 诏书载明了选拔刺史

为郎官的标准及依据，表明到唐代宗朝，郎官、刺史

互相迁转已制度化，不再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鉴于郎官、刺史各有两到三个层级，朝廷也按照

职级区别对待。 唐代宗永泰二年（７６６ 年）四月，进
一步明确：郎中官至五品，职位较高，授中州刺史；员
外郎从六品，职位较低，授下州刺史。 有时出于政务

需要，或是朝廷惜才，也会征召部分刺史入朝担任郎

官；或者让其先出任刺史，有需要时再行召入，这也

是一种“出入常均”。 唐代通过一系列政策，实现了

郎官、刺史选授的常态化。 与此相关，“为郎领郡

诗”也成为唐诗创作的重要问题，要深入探索唐代

郎官、刺史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和转变，就需要注意

其出入中外、为郎领郡的身份转换和仕途升降。
这项政策的特殊性在于，将郎官、刺史互相连

接，出任省郎的前提是须任过刺史；反之，若才华出

众，刺史也有可能因国家政务需要被征入朝中担任

郎官，多以某郎官知制诰或入史馆修史。 晚唐五代

时期，以郎官知制诰的现象非常普遍，《旧唐书》《新
唐书》《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及《十国春秋》中就

有四百六十余人。 部分人知制诰不久，就入翰苑，充
学士，甚至擢升侍郎、尚书、宰相，郎官—刺史—知制

诰—翰林学士四者环环相扣，升迁路线清晰，其中最

关键的一环就是郎官—刺史。 对于这些诗人来说，
如果不了解其刺史经历，就无法理解其郎官心态及

文学表现；要考察其刺史心态及表现，也需要联系其

郎官经历。 这不仅说明为郎和领郡的相关性，更表

明官制研究中整体观的重要性。 对于郎官、刺史任

职这种涉及全局的唐代职官文学研究而言，尤其不

能将二者割裂，必须高度重视二者在人事、文学上的

关联。 作为一种文学研究，不仅要提供为郎、领郡之

不同表现的因果关系的诠释，还要深究造成这种现

象的根由及其带来的效果。 这其实是一种文学制度

研究，从事这类研究，必须留意士人在不同职位的心

态，因为文学上的精深微妙之处往往也在此间。 这

就需要对官员的仕宦心态做精细研究，需要对唐代

官制、人事的全面了解和准确认知。 因为不同职位

的重要程度是有差别的，从一个职位转入另一职位，
官员的心态会有变化。 郎官、刺史看似职级相同，实
则待遇差异较大。 这种差异恰好构成我们探讨郎

官、刺史文学问题的历史起点和事理依据。

二、“为郎领郡诗”的特定内涵及生成机制

“为郎领郡诗”是笔者基于唐代文献记载而提

炼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对“为郎诗”和“领郡诗”的统

称，牵涉唐代内外官的轻重及行政运作机制。 我们

需要结合实例，具体阐明唐人通过怎样的方式和手

段实现郎官与刺史的身份互换，这种互换又会对其

文学创作带来什么影响。 郎官是京官系统的要员，
刺史则是地方官系统的主官。 郎官、刺史的内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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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遣不仅意味着文人身份的朝野转换，还会带来文

学力量的调整分合。 常态化的重要内外官出入，势
必影响到京城和地方两地文坛创作队伍的变化。 从

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就可探明唐代“为郎领郡诗”的
生成机制，划定“为郎领郡诗”的边界，给出具体内

涵。 “为郎领郡诗”指唐代诗人领受郎官任命或接

受刺史任职后，在授任之际创作的叙事抒怀诗。
“为”指受职当官，“领”指领受朝廷任命。 “为郎”
指自某州刺史调入京城出任某司郎官，官员从领受

朝廷任命到就职上任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这一时段

内所作之诗即“为郎诗”。 “领郡”指文士自京中某

司郎中前往某地就任刺史，其路线、方向正好与“为
郎”相反。 官员从领受刺史任命到去地方入职就任

刺史同样也要经过数月，其间所作之诗即 “领郡

诗”。 举例来说，据《旧唐书》本传，于敖元和中拜右

司郎中，坐事出为商州刺史，长庆四年（８２４ 年）入为

吏部郎中。 李翱元和十五年（８２０ 年）出为朗州刺

史，入为礼部郎中，坐事责授庐州刺史。 吕元膺贞元

末除右司员外郎，出为蕲州刺史，元和初征拜右司郎

中。 此三人自刺史入京，到尚书省司就任郎中，赴任

期间所作之诗即“为郎诗”；他们自台省郎中出京，
到任职之地就任刺史，沿途所写即为“领郡诗”。 这

些诗作虽出自同一人之手，内涵却大不相同。
有的诗人同时具有为郎和领郡两种经历，这对

其文学影响就比较大。 如崔玄亮，元和十五年（８２０
年）出任歙州刺史，长庆三年（８２３ 年）入为刑部郎

中，十一月出为湖州刺史，数年内在刺史—郎中—刺

史之间走完一个轮回。 钱徽，元和十五年（８２０ 年）
三月自刑部郎中拜苏州刺史，迁工部郎中。 姚勗，会
昌三年（８４３ 年）自左司郎中授湖州刺史，后迁吏部

郎中。 二人也同样在郎中—刺史—郎中之间往复，
诗文也多为此而发。 有的则仅有一种仕历。 如窦怀

恪，贞观十七年（６４３ 年）自户部郎中授扬州刺史。
裴清，大历六年（７７１ 年）自鄂州刺史入为兵部郎中。
于 ，贞元八年（７９２ 年）自驾部郎中出为苏州刺史。
李远，会昌中自司门员外郎出为岳州刺史。 在《嘉
泰吴兴志》中，具有郎官经历的湖州刺史多达二十

三人。 这只是一州的情况，如果将整个唐代的情况

一起计入，可以发现唐代诗人中具有为郎或领郡经

历的更多，这说明为郎、领郡互为关联的官制运作对

唐代文学影响深远。
为郎、领郡是互为前提的，离开一方，另一方也

难以存在。 刘禹锡《为郎分司寄上都同舍》《酬令狐

相公寄贺迁拜之什》作于宝历二年（８２６ 年）秋罢和

州刺史，归洛阳闲居之后，大和二年（８２８ 年）授主客

郎中之时［３］１５２５－１５２６。 前诗有“籍通金马门”，后诗

有“邅回二纪重为郎” ［３］４２０，可证其乃诗人为郎领

命之初所作。 杜牧《八月十二日得替后移居霅溪馆

因题长句四韵》《除官行至昭应闻友人出官因寄》作
于大中五年（８５１ 年）自湖州刺史入为考功郎中路

途［４］ 。 凡是此类诗，标题或正文中都有“为郎”或

类似字眼提供内证，可据此断定其“为郎诗”的性

质，也能说明“为郎”并不是指通过各种途径担任郎

官，而是特指自刺史入京为郎官。 “领郡”也不指通

过各种途径出为刺史，而是特指以郎官身份接受刺

史任命。 到职刺史之前，在尚书省任郎官，这是“领
郡”的前提。 李嘉祐《送卢员外往饶州》 “为郎复典

郡，锦帐映朱轮” ［５］２１４５，载明卢员外是在员外郎任

上出为饶州刺史，那么卢员外领命赴饶州任所期间

所作诗即为“领郡诗”。 岑参《赴犍为经龙阁道》《入
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作于

大历元年 （ ７６６ 年） 自库部郎中出为嘉州刺史途

中［６］ 。 窦常《之任武陵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刘员

外禹锡》作于元和七年（８１２ 年）自水部员外郎赴任

朗州刺史路上。 这些诗作都产生于领命以后、就任

之前，故可视为“领郡诗”。 至于就任以后之诗，因
为作者已经到职，开始典郡政或理郎务，事情的性质

不同，内容有别，就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了，这也是

“为郎领郡诗”与其他作品的分界。 除了当事人所

作外，其他人围绕为郎、领郡二事所作的送别酬答

诗，如李嘉祐《司勋王郎中宅送韦九郎中往濠州》之
类，因为内容相关，也当纳入考察范围。

基于此，我们可将唐代“为郎领郡诗”的生成机

制概括为：将郎官、刺史两种职位互相设定为任职前

提———出任郎中的官员必须任过刺史，任过刺史的

官员有望选授郎中。 一方面，朝廷的省郎官位只是

过渡性的，跟一般的台省官略异，为期较短。 一个人

在郎署任职一段以后，就会出为刺史，让其经受不同

的锻炼。 另一方面，刺史的任期也不是漫长无期的，
但必须有此经历，无此官资就难以入为郎官、获得升

迁。 所以，一个朝官出任刺史，也是在积累入朝升迁

的官资。 唐代通过行政手段，将郎官、刺史的选拔任

命纳入制度化轨道，使之变成朝廷的用人方略。 这

样一来，这项制度的效力就很大，可以左右一个文人

的命运，其升沉穷达都系于此。 鉴于郎官、刺史都官

至五品，已处在官阶的中上层，其出入中外势必引起

其他方面的反应，京城和地方文坛的状况也会随之

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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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认为郎官才识过人，是刺史的理想人选，因
此常以郎官出任刺史。 到唐玄宗朝，这已作为一项

用人政策固定下来。 此外，若适逢政局有变，也会将

前朝的郎官逐出朝中，出任刺史，这样为郎又和贬官

发生交集。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既保持了政策的连

续性和权威性，也安置了平日无人愿意就任的远州

刺史。 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 年）九月，贬司封郎中韩

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

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三人皆因交往王叔文而

被贬官。 元和十一年（８１６ 年）九月，贬吏部侍郎韦

为陕州刺史，刑部郎中李正辞为金州刺史，度支郎

中薛公乾为房州刺史，屯田郎中李宣为忠州刺史，考
功郎中韦处厚为开州刺史，礼部员外郎崔韶为果州

刺史，数人都被补阙张宿诬陷为韦贯之朋党。 长庆

四年（８２４ 年）正月敬宗即位，贬司封员外郎蒋防为

汀州刺史。 大和九年（８３５ 年）七月，贬吏部郎中张

讽为夔州刺史，考功郎中苏涤为忠州刺史，户部郎中

杨敬之为连州刺史。 以上事例都在大历以后，性质

都是责授，表明这项政策主要在唐后期实施。
但责授只是唐代刺史的一小部分，相比之下，正

常授任才是刺史的主体。 《新唐书》与《旧唐书》中
有很多例子。 例如：刘穆之，睿宗朝自祠部郎中除石

州刺史。 袁守一，开元中自户部郎中出为襄州刺史。
李峘，天宝末自考功郎中出为睢阳太守。 源休，代宗

朝迁虞部员外郎，出为潭州刺史，入为主客郎中。 崔

蠡，大和中自户部郎中出为汝州刺史，开成初，以司

勋郎中征入，以本官知制诰。 于敖，元和中自右司郎

中出为商州刺史，长庆末入为吏部郎中。 陆亘，元和

中自虞部员外郎出为邓州刺史，其后入为户部郎中。
王播，元和初自考功郎中出为虢州刺史，入为兵部郎

中。 班肃，元和中自祠部员外郎出为坊州刺史，长庆

中入为司封员外郎。 同年，萧睦自袁州刺史入为祠

部员外郎。 另据元稹《承旨学士院记》，由刺史入为

郎中，擢入翰苑、升任宰相的有李吉甫、李绛、裴垍、
崔群、令狐楚、元稹、李德裕等，均为政坛名臣、文学

名家。 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中，自郎中充翰

林学士的九十二例，自员外郎充翰林学士的九十六

例。 这些官员在任郎中之前，多有刺史经历，但并非

贬官。 可见，唐代中层文官中普遍存在员外郎—刺

史—郎中的仕历。 唐代有三百多个州，需要大批刺

史，从郎官中选授刺史仍是一种重要手段。
这就为唐代贬官及刺史任命提供了一种新的解

释———唐人贬官并不全是因为遭受执政的排挤打

压，部分是出于朝廷的制度安排。 自郎官出为刺史

乃是唐代地方行政制度的一环，唐代地方行政制度

本身就包含有迁谪制度；而迁谪制度也与刺史制度

存在交叉，故而某些刺史选授会以谪官的形式体现。
这就让我们对唐廷放逐官员多了一种制度层面的理

解，这比泛泛言说迁谪沉沦更加深入贴切。 另外，出
任刺史不会是长期的，刺史职务也有过渡性，官员可

以通过这一职位实现朝野转换，成为高官。 既然郎

官选授须以刺史经历为前提，任过刺史的才有资格

任郎中，任过郎中的也不会久处朝列，那么朝廷就会

利用各种机会，让大批省郎出任刺史，由此实现朝官

与地方官的合理流动。
从天宝后期到中唐前期，出现了一批出身郎官

的著名刺史和出任刺史的著名郎中，岑参和韦应物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岑参代宗朝自库部郎中出为嘉

州刺史，号“岑嘉州”；韦应物贞元中自江州刺史入

为左司郎中，世称“韦左司”。 这两个称谓本身就是

一种文化标记，表明为郎领郡经历在其一生中的重

要性。 中唐后期和晚唐有此仕历的人数更多，刘禹

锡、杜牧是其中声名尤著者。 刘禹锡人称 “刘郎

中”，杜牧又称“杜司勋”，二人都任过数州刺史，因
此既有“为郎诗”也有“领郡诗”。 名声地位次于此

二人的更多，如韩愈文集中的汝州卢郎中、薛能诗中

的唐州杨郎中、黄滔文集中的安州郑郎中、韦庄诗中

的虢州崔郎中、罗隐诗中的湖州裴郎中、徐铉文集中

的饶州王郎中……凡如此称举的，都表明其自郎中

出典州郡的任职特征，来历去向清晰，刺史、郎中互

相重叠，前后相连，时空相接，关系紧密。 一个人身

为刺史而仍称郎中，表明郎中在唐人心目中的崇高

地位。 这与唐人墓志中墓主虽历官多任，但多将郎

中任职载入篇名是同一个道理。
随着刺史、郎官中外迁转的常态化，这一职官制

度与文学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从地域看，郎官型刺

史及刺史型郎官多集中在东南大郡，宋元方志中常

可见到，唐代诏令所载更多。 从《文苑英华》卷三八

九、三九○中即可查到数十例，如高绍羽自商州刺史

擢主爵郎中，卢元辅自洛州刺史入为吏部郎中，冯宿

自歙州刺史升刑部郎中，张颙自泽州刺史擢兵部郎

中。 从《文苑英华》《唐大诏令集》的授官诏看，唐尚

书省郎官是刺史的重要来源，而刺史也是擢升郎中

的主要途径，且含有政治考量。 从这个角度看，张说

《洛桥北亭饯诸刺史》中“预待群芳最，三公不远求”
的诗句，并非全是对出为刺史者的一句安慰［２］１３５０，
而是说出了当时先为刺史、后为郎中、再迁高官的现

实情况。 一个人如果同时担任过刺史、郎官，必是名

８４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士。 这种经历对其而言，也是值得怀念的，其在调遣

之际及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仍会以此事为书写对象。
岑参大历四年（７６９ 年）罢任嘉州刺史，寓居成都客

舍，就频频寄诗长安亲故、僚友，深情回忆从前台省

为郎的经历，并颇多感慨。 《客舍悲秋雨怀两省旧

游呈幕中诸公》云：“三度为郎便白头，一从出守五

经秋。 莫言圣主长不用，其那苍生应未休。” ［２］１２７４

韩翃《寄赠郑员外》云：“风流不减杜陵时，五十为郎

未是 迟。 孺 子 亦 知 名 下 士， 乐 人 争 唱 卷 中

诗。” ［２］１２７７这里强调郑员外虽为郎偏迟，但诗名早

著，政事亦显，差堪自慰，这些都表明为郎一事对诗

人生平和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 元和、长庆年间，刘
禹锡、柳宗元失台郎，为刺史，贬司马，贬官期间不少

诗文都是对过去任省郎美好岁月的回忆，因此亦可

将其纳入“为郎领郡诗”的视域进行新的解读。
唐代不少郎官本身就是文坛名家，一旦出守，势

必会影响到地域文学和整个文坛格局。 比如湖州刺

史崔玄亮，刘禹锡、白居易诗中曾四次提到他，《太
平广记》也提到三次，均称湖州崔郎中。 贞元中，崔
玄亮与元稹、白居易同登科第，长庆、大和中，三人曾

分别出任湖州、越州、杭州刺史，三郡地域相近，三人

亦唱和相继，所作诗文编为《三州唱和集》一卷。 崔

玄亮到任之前所作诗就是“领郡诗”，《三州唱和集》
中的部分作品亦属此类。 《通志·艺文略八》一百

五十四部诗总集中，就有不少是这类刺史唱和诗的

结集，部分作者出身郎官，诗作内涵值得深挖。

三、“为郎领郡诗”的依存关系与风格差异

唐人为郎、领郡不仅时序相接，事由也相关。 正

因为如此，“为郎领郡诗”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为郎、领郡两种不同的创作背景和思想内涵有着

紧密的依存关系。 据《旧唐书》本传、《中国文学家

大辞典》（唐五代卷）：李吉甫迁屯田员外郎，改驾部

员外郎。 陆贽为相，出为明州长史。 起为忠州刺史，
迁郴、饶二州。 宪宗嗣位，征拜考功郎中。 至阙下，
召入翰林，为学士。 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方

归，然而不到两年，就升任宰相。 另一名人唐次，贞
元初，转礼部员外郎，八年（７９２ 年），出为开州刺史，
改夔州，在巴峡间贬官十余年，都不获进用。 宪宗即

位，自峡内召还，授礼部郎中，寻以本官知制诰，正拜

中书舍人卒。 十余年中，职位在员外郎—刺史—郎

中之间完成一个轮回。 跟韩愈同时的名士李翱，历
史馆修撰、考功员外郎，元和十五年（８２０ 年）出为朗

州刺史，长庆初转舒州，三年（８２３ 年）入为礼部郎

中。 于邵，代宗朝迁比部郎中，出为道州刺史，转巴

州，后入为兵部郎中。 庞严，元和进士，得元稹、李绅

推举，召入为翰林学士，旋迁驾部郎中，后坐累出为

江州刺史，大和元年（８２７ 年）入为库部郎中。 从穆

宗末到文宗初，不到四年，他就在郎中—刺史—郎中

之间完成了一个轮回。
上述官员出入中外所作的“为郎领郡诗”，在内

涵上是不可分割的，前一任是后一任的基础，不了解

前一任，也就无法了解后一任。 创作较多、事例典型

的名家，尤当如此。 比如白居易，元和十五年（８２０
年）夏初，自忠州刺史入为司门员外郎。 十二月，改
授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二年（８２２ 年）十月，出为

杭州刺史。 短短三年，他就经历了刺史—郎官—刺

史两次身份转换。 其由刺史擢入朝中为郎官，作的

就是“为郎诗”；从尚书省郎出为刺史，作的就是“领
郡诗”。 研究其“领郡诗”时，就必须联系前面的“为
郎诗”，只有这样，对其所述之事、所抒之情，才能获

得透彻理解。 据缪钺《杜牧年谱》，杜牧开成五年

（８４０ 年）任比部员外郎，兼史职，会昌二年（８４２ 年）
出为黄州刺史，五年（８４５ 年）转池州，大中元年（８４７
年）迁睦州，三年（８４９ 年）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

撰，四年（８５０ 年）秋自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五
年（８５１ 年）秋入为考功郎中、知制诰［７］ 。 至此，杜
牧在郎官和刺史间走完了三个轮回，诗文创作也在

此间成熟，郎官—刺史的数度迁转与诗风成熟同步。
他这几次出入中外的职务调遣，引起的文学反应很

大，很多诗篇都在“为郎领郡诗”的范围。 对其研

究，就需要精确的诗文系年和职官研究，并且必须联

系前后诗文，才能准确把握其写作背景、情感内涵、
风格变化。

唐代中后期，这样的著名诗人还有不少，岑参、
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李吉甫，都存在这种情况。
韦应物建中三年（７８２ 年）自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

史，迁江州刺史，贞元三年（７８７ 年）入为左司郎中，
四年（７８８ 年）九月自左司郎中出为苏州刺史，六年

（７９０ 年）冬罢任，后卒。 不到十年，韦应物在郎官—
刺史间经历了两个轮回，郎官、刺史的任职覆盖其仕

途 的 后 半 期， 很 多 赴 任 赴 阙 诗 都 作 于 此

间［８］６７６－６７９，以纪行、逢遇、送别、酬答诗等面貌出

现，构成“韦苏州体”的另一重要侧面。 岑参赴任嘉

州刺史路途所作诗，及其在巴蜀盘桓之诗，世人盛赞

其句格壮丽、用字新巧、词意清切、意象迥拔、风貌苍

秀，这些作品皆在其边塞诗之外，构成“岑嘉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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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风貌。 这种诗风变化也与其自郎中出典州郡

的仕历大有关系，表明为郎、领郡事件在诗人诗风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 正因为如此，诗人的为郎、领郡迁

转往往被视为风格转向的标志。
郎官、刺史虽然级别、权任相当，但在唐人心目

中轻重迥异，唐诗常将此二职对举，以表明心中所向

往、所畏惧。 基于此，唐人“为郎领郡诗”表达的主

题、内容、情感、境界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形成

两类相异的风格特征。
自刺史入京为郎，明显是一种官位擢升，让人欢

欣鼓舞，故所作诗多和暖、明畅、欣喜。 刘禹锡宝历

中北归途中之诗就有这种特点。 他这次跟白居易同

行，心情愉悦，路上赋诗多首。 他在扬州登栖灵寺

塔，赋诗云：“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干。
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 ［３］４０３此诗风

情俊爽，情怀豪迈，在刘禹锡后期诗中与众不同，表
现突出。 其《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亦作于扬

州，首联“弃置”一词表明其领郡之前的台郎身份，
所以胡震亨才说 “沉舟” 一联 “不胜宦途荣悴之

感” ［３］４０２－４０３。 这种感受在很多重入京师的唐人北

归诗中都有，但相比之下，刺史入京为郎之诗表现尤

为突出。 像刘禹锡诗中表现出的那种荣枯憔悴之

感，就很特别。 刘禹锡艺术上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

晚年诗中所特有的“隽永的哲理意蕴、豪健的抒情

格调”，还在于其所擅长的律诗体裁，以及其中蕴含

的“精华内敛，微言寄讽” 的笔法、高超的用典艺

术［９］ 。 这些特点不仅体现在其唱和诗、纪行诗中，
其他北归南行途中的日常生活诗中也有体现。

出于政务需要，部分刺史任满之后会征入朝中，
担任郎官。 刺史如是责授的，那么入朝意味着结束

贬谪，进入正途，这更预示着官位升迁，是人生的一

大转折。 刘禹锡元和十年（８１５ 年）冬自朗州司马征

入朝中，正是如此。 所以，他闻命之际十分欣喜，行
至长安城内都亭驿，夜宿，喜极而赋《元和甲午岁诏

书尽征江湘逐客余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怀续来诸

君子》：“云雨江湖起卧龙，武陵樵客蹑仙踪，十年楚

水枫林下，今夜初闻长乐钟。” ［３］１９９诗中将自己被

召入京比喻为“起卧龙”，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溢于言

表，被压抑十年的扬眉吐气之感喷薄而出。 《酬杨

侍郎凭见寄二首》其二云：“十年毛羽摧颓，一旦天

书召回。 看看瓜时欲到，故侯也好归来。” ［３］２０１诗

情同样欣喜明朗。 随后而至的柳宗元心情更好，一
则曰“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１０］１１４９；
二则曰“惆怅樵渔事，今还又落然” ［１０］１１５２；三则曰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１０］１１５４。 根据

唐郎官、刺史的任职规律，结合元和中对左降官的处

置，可以断定，刘、柳此次诏征入朝，本来是要授尚书

省郎的。 《旧唐书·刘禹锡传》明载：“元和十年，自
武陵召还，宰相复欲置之郎署。 时禹锡作《游玄都

观咏看花君子诗》，语涉讥刺，执政不悦，复出为播

州刺史。” ［１１］４２１１这说明，元和十年（８１５ 年）底征还

这批“江湘逐客”，本来是要授郎中、迁要职的。 对

于朝廷此次征还的用意，刘、柳亦心知肚明，所以二

人不仅因结束迁谪重入京华而欣喜，更因即将擢升

省郎而开心。 但最终因刘禹锡作诗讽刺执政才未落

实，他也改贬更远之州刺史。 杜牧《除官行至昭应

闻友人出官因寄》 ［１２］５１４与《隋堤柳》 ［１２］４３０写他大

中五年（８５１ 年）秋自湖州刺史入为考功郎中的途中

见闻，也是“为郎诗”。 杜牧人生中，像这样由江南

刺史归京除官的情况多达四次，其中三次是任郎中，
在唐代诗人中是最典型的一位。

而“领郡诗”与“为郎诗”截然相反。 自郎中出

为刺史，性质就是由京官出为外官，意味着权势由重

转轻，历来被认为朝廷沙汰官员，情同贬降。 诗人即

使出守名藩大郡，也情绪不佳。 刘禹锡《苏州谢上

表》就认为，自己大和中自礼部郎中出为苏州刺史，
是被执政打压，感到“申雪无路”。 好友白居易也认

为刘禹锡由礼部郎中、集贤学士除授苏州刺史是

“下迁”，所以才利用自己在洛阳为河南尹之便挽留

他十五天，朝夕觞咏以为安慰。 也正因为如此，刘禹

锡赴任苏州沿途所写之诗都情怀不畅、缺乏豪情。
杜牧《将赴湖州留题亭菊》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写
他自吏部员外郎出为湖州刺史，这对他来说同样是

下迁，所以也心情不乐，盖不得志于时之作，故以

“清时”反讽之［１２］３２６。 郎官出为外任，往往不止一

地。 如果还是贬官，则为时更长。 这时，诗人会因久

谪远荒而产生苍凉、沉重之感。 刘禹锡《罢郡归洛

阳寄友人》 ［３］４１１将远贬的自己比喻为寒谷难吹之

灰。 《尉迟郎中见示自南迁牵复却至洛城东旧居之

作因以和之》 ［３］４３３将朝廷授予的新职视为“功成退

身地”，并说自己得到此职也只是暂时安闲。 诗中

还含有穷老归乡、故交零落、悲愁老病、功成身退等

多种意思，愁寂感伤、落寞无聊是感情基调。
上文论述的主要是“责授型”刺史，与其相对的

正授情形则大不相同。 韦应物《夕次盱眙县》 ［８］３９０

就是唐人“领郡诗”的名篇，作于建中年间出守滁州

途中，诗情闲淡，气象宏远，与责授远州刺史之作情

怀迥异。 白居易长庆二年（８２２ 年）七月，自京城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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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杭州刺史，沿途作诗二十首，每一首都诗情闲淡、
轻松愉悦，他本人即据此将其编入《白氏长庆集》卷
八《闲适四》。 这条路他七年前出贬江州司马时也

曾走过，但两次途中所写诗歌的情调却迥异。 其第

一首《长庆二年七月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路次蓝溪

作》云：“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 闻有贤主人，而
多好山水。 是行颇为惬，所历良可纪。 策马度蓝溪，
胜游从此始。”这里把他此次赴任杭州刺史路途视

为一次难得的“胜游”，跋山涉水的艰辛全被忽略，
书写的尽是风光物态的可爱一面，这与他后来出贬

江州路上所作迁谪诗的悲愁哀苦大相径庭。 这种鲜

明的风格差异来自所述之事本身，因为诗人长庆二

年（８２２ 年）这次典郡乃是朝廷正授，可以正常对待。
由于前后所纪之事不同，所以语言风格也有明显转

变。 岑参入蜀纪行诗同样如此，诗风也不同以往，造
语奇特，意象雄奇，以风骨为主，体格峻整。 岑参有

两次入蜀经历：第一次是永泰元年（７６５ 年）冬，以库

部郎中出为嘉州刺史，因蜀中军乱，行至梁州而还，
留下《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 《赴嘉州过城固县》二
诗；第二次是大历元年（７６６ 年）自长安以职方郎中

赴任嘉州，作有《早上五盘岭》 《赴犍为经龙阁道》
《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
都是“领郡诗”。 这些诗歌比杜甫入蜀纪行诗晚六

到七年，属于早期蜀道纪行诗的名篇。 岑诗所写内

容与杜诗不同，尤为珍贵。
郎官、刺史的职位迁转不仅激发出很多“为郎

领郡诗”，还催生出不少送别、酬答、寄赠诗，并进入

唐人选唐诗的重要选本，芮挺章《国秀集》就是较早

的一部。 芮氏在此书序言中声明，他撰此书，做法是

“谴谪芜秽，登录菁英”。 但细看书中所选作者，则
多为在京的郎官、侍郎，表明郎官诗的分量之重、地
位之高。 书中所选作品送别诗尤多，优秀的不少。
仅刘长卿诗书中就选有《送梁郎中赴吉州》《送齐郎

中典括州》《夏口送徐郎中归朝》等十多首，诗中的

郎中都是赴任刺史的，都属于“为郎领郡诗”。 其中

《重送裴郎中贬吉州》最佳，以写景抒情真切而成为

唐人送别诗的名篇，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杨士弘

《唐音》、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古今诗删》均有

收录。 据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诗中的裴郎中指

裴 ［１３］ 。 此人肃宗朝任左司郎中，为执政者所忌，
出为吉州刺史，较之刘长卿贬地更远，所以他才作诗

表示同情。 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白居易

《寄李蕲州》写比部郎中李播自京赴任蕲州刺史之

事，是唐人送别、酬寄诗的佳作，白诗入选《瀛奎律

髓》，刘诗尤佳。 颔联“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

为晚霞”的措辞、立意、构境都十分新颖，因而成为

广为传诵的警句，从中可以看到京官、地方官的权任

轻重，以及唐代郎官出典州郡的复杂心态。 诗中的

李郎中指李播。 此人开成三年（８３８ 年）自金部郎中

出为蕲州刺史，会昌初入为比部郎中，五年（８４５ 年）
任杭州刺史，后卒，见《唐诗纪事》 《樊川文集》等。
李播和刘禹锡、白居易、杜牧都有交往，白居易诗三

次提到，杜牧诗文两次提到，表明“为郎领郡诗”牵

涉面之广。

四、“为郎领郡诗”的独特价值

“为郎领郡诗”写唐代官员职位迁转，是古代转

官诗的一种。 一般的转官诗极为普通，司空见惯，本
不足观。 “为郎领郡诗”则不然，写的是朝官地方官

体系中两类最重要官员的职位对转，涉及诗人荣悴、
升沉、进退、得失等敏感问题，其文学意义非同寻常。

一是“为郎领郡诗”具有事例的典型性。 本来，
郎官、刺史都只是唐人为官的一个任期，并无很多特

殊之处，其来历、去向也是多样化的。 单以郎官而

论，就有自诸司员外郎升郎中、自他官升郎中等多种

情况。 刺史方面的情况更复杂，多数刺史并不从郎

官中选拔，而是从他官出任，京城文武百官凡职级相

当者都有可能出为刺史。 刺史的去向也很复杂，多
数是转任他州，然后入京为官，但不一定是郎官，因
为郎官的入选标准更高，一般人达不到。 京官体系

内的职务调遣只是从一个部门调到另一部门，仍然

出自同一系统，京官的各种好处、京城生活的便利照

样都有，大家都习以为常。 这种职务调整无法激起

较大的文学反应，文人即使偶有写作，也只是一般化

的书写，不能提供更有意味的内容。 一般的自京官

出为外任以及自外任内迁京官也有类似特点，体现

在文学上也都是互相孤立、没有密切关联的事件。
唯有郎官、刺史转任比较特殊，二者分别是京官和地

方官的代表，依照唐代用人制度，郎官是京官内的

“宏才通识，堪致理兴化者”，只有这样的人，才堪授

都督、刺史等官。 与此相对，只有那些在外藩历任且

颇有善政者，才可以量授京官。 郎官总共才三十多

人，用人极精，而刺史多达三百余人，何况郎官的来

源多样化，刺史只是其中一途，由刺史选授郎官的可

能性很小。 一个人如果能从刺史选授为郎官，那说

明他相当优秀。 如果一个人的仕历中存在郎官、刺
史互相转任，那说明他是表现出众的人才。 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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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刺史在外地辗转多年，忽然下诏征入京中为官，且
是担任郎官这样的美职，那就无异于登天。 因为按

照惯例，这样的人才一般都要兼任知制诰、中书舍

人、史官修撰等重要文职，不久就有可能擢入翰林，
在职数月、年余，就会离开翰林学士院，出任更重要

的文职，甚至升任侍郎、尚书、卿相。 一个多年流落

在外的文人如果突然面临这种变化，那引起的情绪

波动及文学效应会更显著。 但如果一个人自郎官出

典州郡，那就意味着他身世沉沦，要到多地任职，才
有可能重入京华，如果遇到变故，他还有可能身死异

乡。 所以，一旦朝廷下诏让一个郎官出典州郡，其内

心必然会产生剧烈的波动，从而引发一系列创作。
对于郎官本人来说，这是其人生和文学转向的一大

界标。 借用目前逐渐被学界接纳的“文学事件”概

念，郎官、刺史转任也是一个改变文士命运并能标志

文风转向的重要文学事件，应当“从文学外部来追

问事件的形成和意义” ［１４］ ，从社会维度挖掘其历史

文化背景和文学内涵。 正因为如此，“为郎领郡诗”
才值得提出来作为一个文学问题来看待。

唐代官员中名人多，任过郎官或刺史的也多，但
能够在郎官—刺史之间浮动、两种任职前后相接的

实不多见。 凡是具有这一任职特点的文人，都是在

政治、文学方面非常出色的人才，因而更有讨论价

值。 郎官、刺史都是中上层文官，任此二职需要十多

年的官资积累，官员授任之际，已到人生的中后期，
因此唐代“郎官诗”和“刺史诗”都作于中年以后。
创作“为郎领郡诗”时，诗人已比较老练，在文学创

作上也趋于成熟，诗风已经定型。 考察官员为郎领

郡的迁转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也相当于梳理诗人的

诗风发展历程，看似官制仕历研究，其实仍属于文学

研究，这也反证了典章制度研究服务于文学研究的

性质。
二是“为郎领郡诗”能够深层次反映唐人内外

官调遣的心态变化及其引发的文学效应。 郎官是政

府要员、高官，出任郎官意味着仕途的重大转折。 据

《翰苑群书》前集卷一四，唐代的尚书省郎官，系从

汉代的尚书郎发展而来，但权任更重，名誉更高。 汉

唐时，称郎官为星郎、望郎，职位称清望、显职、妙选、
清选，选任称清要、清美，事务称职典枢机、兼治两

曹、握兰建礼、裁书草奏……郎官的好评之多、荣誉

之高在唐官中绝无仅有。
相比之下，刺史远离京城，僻在远处，不在权力

的中心，官阶虽不低，但实际好处并不多，其重要性

和美誉度远不及郎官。 也正因此，唐人出任刺史普

遍不情愿。 项斯《赠金州姚合使君》云：“为郎名更

重，领 郡 是 蹉 跎 …… 未 觉 旗 旛 贵， 闲 行 触 处

过。” ［５］６４１２这里把唐人对郎官、刺史两类官员的看

法和盘托出。 对于唐人来说，出任郎官的名誉高、前
途好，由郎官出任刺史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仕途蹉跌。
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

韵》中“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 典郡终微眇，治
中实弃捐” ［１５］６５０采用互文见义的手法，把刺史、治
中在唐人心中的地位准确概括出来。 其中“微眇”
形容分量轻、遭鄙视；“弃捐”指为朝廷所弃，跟“弃
置”同义。 杜甫《有感五首》其五云：“领郡辄无色，
之官皆有词。” ［１５］９７６诗中明言朝官自台省出为刺

史，都形容惨戚，心怀不满，并形于颜色。 韦瓘《留
题桂州碧浔亭》云：“理人虽切才常短，薄宦都缘命

不遭。” ［５］５７６７－５７６８他也认为自己出任桂州刺史是薄

宦，只有郎官才是心中所系，这是唐人对待刺史的普

遍心态。 再加上唐代后期政治斗争激烈，经常贬逐

文官，于是又将刺史任命与贬官政策衔接，常将郎官

贬为刺史。 一旦新君上台，或是大臣党争中一派失

势，就会有一批郎官被逐出朝列，出任刺史；也有一

批刺史被召入朝，担任郎官。 贞元二十一年（８０５
年）八月，顺宗即位，即以饶州刺史李吉甫为考功郎

中，夔州刺史唐次为吏部郎中，此时二人已流落在外

十余年。 此二例都属于新君对多年迁谪在外者的一

种奖擢和洗雪，意义非同寻常。
如上所述，一个文官从郎官转任刺史，会产生沉

重的失落感与挫败感；若能从刺史入为郎中，则欢欣

鼓舞，难以言表，诗歌面貌也会为之一新。 这就要求

我们具有联系和发展的眼光，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个

职位，必须将同一人的前后职位联系起来综合考察。
因为很多职位是前后相连的，同一官员前后数任之

间不仅时空连续，诗歌内容也相关。 朝官体系的郎

官与地方官体系的刺史常互相迁转，看似纷乱的郎

官、刺史，有时就是同一人所任。
除了正面记录为郎、领郡的诗文外，某些相关作

品也应作为考察对象。 例如许浑《过台州李郎中旧

居》写唐代郎中典郡，即将任满而政成身殁。 五代时

李郎中之事传入蜀中，当地文士何光远据以编入《鉴
诫录》卷八《作者同》，并指出此诗情怀悲怆，“至今吟

者无不怆然”。 许诗首联“政成身没共兴哀，乡路兵戈

旅榇回”［１６］ 载明，李郎中是自省郎出为台州刺史，
病故于政成之后，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有可能被召入

朝中重新为郎。 这类诗歌的内涵也值得深挖。
２５１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结　 语

唐代诗人中任过郎官、刺史的占比很大，二者又

都是重要文官，探讨“为郎领郡诗”的生成机制，不
仅对唐代职官与文学研究具有寻根和托底性质，而
且可以为古代文学制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 这类诗

的生成机制在于，以唐代职官制度为支撑，通过行政

手段来规定人员流向、工作性质、目的任务。 由于任

职者为郎官、刺史，官位和文学水平多达到了中高层

次，因而可以说，很多重要文人都在这项制度的作用

范围，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覆盖性的，这表明官制

设计对于此类诗的孕育成长具有关键作用。
在官制的牵引下，大批文士出入中外，经受宫廷

台省、江山塞漠两个不同创作场域的锻炼，其诗风也

在数度的台阁江海回翔中逐渐成熟。 可见，这种设

计不仅影响诗人的仕途，还改变了文风。 唐人诗体

中著名的“岑嘉州体”“韦苏州体”就包括二人的“为
郎领郡诗”，与唐代以郎官典郡、召刺史为郎的用人

政策有关。 “为郎领郡诗”主要作于授职领命以后、
到职就任之前，叙述空间介于江湖廊庙之间，其中既

带有山林皋壤风味，也不无宫廷台阁体气。 作者在

赴任路上回溯过往，前瞻未来，立足当下，心态也介

于江湖廊庙之间。
“为郎领郡诗”是官制运作的产物，其孕育成长

表明官制对文学的影响在唐代中后期有不断深化的

趋势。 从官制入手对其进行剖析，引入目前被广泛

采用的“文学制度”观念和方法，不仅有助于认识唐

代郎官与刺史的关系及其对文学的独特影响，而且

可以更新我们对一些老问题的认识。 这种研究具有

学术探索意味和创新精神，值得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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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为郎领郡诗”的生成机制及独特风貌


